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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视角下的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苗仁涛,杜　 慧,李正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 尽管相较于组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工作设计,能够“自下而上”进行工作设计的

工作重塑被认为更能激发员工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的组织政策、资
源及设计就不重要。因为现实中,员工“自下而上”的工作重塑一定会依托“自上而下”的组织政

策和资源平台,两者应相辅相成。文章通过多时点方式调研了45家企业的351位员工,探讨了员工

工作重塑对其幸福感及创新行为的影响,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检验了员工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员工工作重塑与其幸福感显著正相

关;员工幸福感与其创新行为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员工幸福感的增加,员工创新行

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变化。员工幸福感在其工作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表现出部分中介作

用;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能够调节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进一步地,工作重塑

能够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交互,通过员工幸福感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
关键词: 工作重塑;员工幸福感;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员工创新行为;跨层次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2154(2023)04 0031 14
DOI:10. 14134 / j. cnki. cn33-1336 / f. 2023. 04. 002

Employees Job Crafting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 Well-being: Cross-level Moderation of Organization

Design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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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job reshaping that allows for “ bottom-up” job design is considered more effective in stimulating employee

autonomy and motivation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 top-down” job design in organization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 top-down” or-

ganizational policies, resources, and design are not important. In reality, the “ bottom-up” work reshaping of employees will inevita-

bly rely on “ top-down”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and resource platforms, and the two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is paper inves-

tigates 351 employees in 45 enterprises in a multi time point mann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mployee job remodeling on their well-

being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tes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well-being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



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mployee job reshaping and their well-being.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well-being and their innovative behavior, which means that as employee well-being increases, their innovative be-
havior shows a curve change that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Employee well-being partially mediates between job reshaping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can adjust the impact of job remodeling
on employee well-being. Further, job remodeling can interact with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ffect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employee well-being.

Key words︰job crafting; employee well-be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organization planning; employee inno-
vative behavior; cross-level study

一、 引　 言

近些年,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不再将工作的目的局限于薪酬,而是开始关注个体如何在工作

中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然而传统的以企业与管理者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员工被动接受的“工作设

计”和“工作模式”,无法满足每位员工的具体工作利益和需求 [1] ,因为“自上而下”的设计模式遵循了“一
体适用”而非“量才适用”的管理理念 [2] ,因此阻碍了员工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更高需求。随着企业管理者

和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员工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助于其实现工作价值和人生意义,“自下而上”的工作设

计———工作重塑( Job Crafting)日渐受到关注。工作重塑是指员工通过一系列改变工作任务、关系边界及心

理认知的积极行为来使自己的价值观、兴趣及动机与工作相一致 [3] ,从而为员工创造有利于发挥个人优

势的机会。工作重塑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工作设计来影响和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感和工作认同感 [3] ,
并致力于实现员工个人价值,进而为组织创造竞争优势。

尽管如此,有关工作重塑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一些关键问题仍未获得足够关注 [1] 。比如,目前学

者们主要围绕工作重塑与员工的工作投入 [4] 、工作绩效 [5] 及工作满意度 [6] 的关系进行探讨;尽管最近有

研究对工作重塑与创造力(Creativity)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 [7] 和综述研究 [8] ,但严格意义上实证探索工作

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 Innovative Behavior)之间的关系则鲜有涉及,毕竟创造力作为一种能力,员工是否愿

意付诸实践仍需关注,因此创造力与创新行为是不同的 [9] 。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员工创新行为

直接影响着组织的创新绩效,关系到组织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10] 。过往研究显示,工作自主性、工作复杂性

及更少的组织控制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 [11] ,而这些工作特征的改变正是员工工作重塑过程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且工作重塑的潜在假设便是员工可以通过自主地改变工作特征而提高对工作的投入与认

同 [3] ,进而影响其角色外行为 [2]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便是直接探索员工工作重塑与其创新行为之间

的关系。
最近有关工作重塑的研究表明,员工可以通过工作重塑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12] 。自我决定理论(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社会情境因素如果能够满足员工的基本心理需要,员工就能感知到较高的心

理幸福感 [13] 。在本研究中,工作重塑作为员工积极适应组织环境的重要方式,是一种以员工为中心的组织

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尊重员工的个体差异,强调释放他们的创造性与主动性 [14] ,并致力于实现个体体验

世界的心理构建 [3] ,因而与幸福感紧密相关。另外,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幸福感越高的人,其创新

能力的水平越高,因为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高幸福感的人通常思维更加活跃,想法更富新意,善于整

合不同的想法并敢于实施 [15] 。最近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得以提升后所带来的积极情感

体验和工作状态能够对其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16] 。因此,幸福感可能是链接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

的重要中介变量。
此外,鉴于情境化研究对组织行为有效边界识别的重要作用 [17] ,本研究需要明确工作重塑通过影响

幸福感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过程中的边界条件。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工作重塑能够对员工的幸福感产生

积极影响 [12,18] 。但也有研究指出,工作重塑未必总能带来积极结果,特别是当员工的工作重塑目标与组织

目标不一致时,工作重塑的作用可能会适得其反 [19] ,因此尽管“自下而上”的工作重塑有利于激发员工的

自主性和积极性,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但“自上而下”的组织目标及组织给予的政策、资源支持也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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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研究指出,组织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Human Resource Man-
agement, HRM)①之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员工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体验,是因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作

为组织规划设计的一种目标、政策和实践方案,经常被视为组织对员工的一种制度和资源支持,可以促进

员工与组织、员工与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 [20] 。不少研究表明,当员工与组织实现匹配时,可以提高员工的

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倦怠及离职倾向等员工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因此,当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与员工工作重塑的需求和目标相一致时,说明“自下而上”的工作重塑与“自上而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交互形成合力,此时工作重塑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大。基于此,本研究将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视为工作重塑影响员工幸福感的重要边界条件。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1)尽管 Demerouti 等 [2] 的研究尝试将幸福感作为工作重塑与员

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变量,但该研究并没有直接测量员工幸福感,而是用工作繁荣作为替代性指标,然而

这并不能完整地表达幸福感的整体构念,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包含家庭(生活)幸福、心理幸福及工作

幸福的整体幸福才更为系统和全面 [23] 。此外,大部分研究仍是将员工幸福感直接作为工作重塑的结果变

量 [12,18] 。本研究认为相比于员工创新行为,员工幸福感是工作重塑的更为近端变量,以期探索整体幸福感

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2)既有研究多认为员工幸福感与其创新行为之间呈线性

关系 [24] 。但也有研究指出,创新与幸福感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25] 。本研究认为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是幸福感

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较为复杂的倒 U 型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验证这一猜想。(3)过往研

究仅仅考虑了工作重塑“自下而上”的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积极效应,却忽视了“自下而上”的工作重塑应

该与“自上而下”的组织目标、政策及资源等相结合才能形成系统性合力发挥最佳效果,因此本研究借助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首次将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作为工作重塑有效性的边界条

件纳入研究模型予以检验,旨在探索充分发挥工作重塑积极作用的途径,为提升员工幸福感、进一步促进

员工创新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二、 研究理论与假设

(一) 工作重塑

工作重塑是指员工从生理与认知上积极主动地改变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方式 [18] 。Wrzesniewski 和 Dut-
ton[3]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改变工作的任务边界:员工通过改变工作中所需完成

的任务数量、范围或类型来实现任务重塑,即员工可以选择执行比正式工作中规定的更少、更多或不同的

任务来进行工作重塑;二是改变工作的关系边界:员工通过改变工作中与他人的互动质量或数量来实现关

系重塑,即员工可以决定他们在工作中与他人互动的频率,还可以帮助确定这些互动的质量;三是改变工

作的认知边界:员工通过改变看待工作的方式来实现认知重塑,即员工可以改变对任务、关系或者整个工

作本身的理解与看法来感知工作中不一样的价值和意义。这三种工作重塑都代表了员工为增强他们的工

作乐趣和目标而发起的变革和重新定义工作的独有方式 [18] 。随后,Tims 等 [26]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

型(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中建议的工作特征类型,提出员工可以通过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
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增加挑战性工作要求来实现工作重塑。然而 Tims 等 [26] 的工

作重塑模型中并未包含员工认知层面的重塑,不可否认,人的认知会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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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高参与工作系统、高绩效工作系统、高承诺工作系统有所不同,但在现实研究中,几个概念

往往混用,尤其是在既有研究参考与引用过程中更是如此,甚至使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代替。考虑到本研究“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是由组织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评价获取,基于苗仁涛等(2020)建议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三个

层次的划分法: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组织层次)、经理实践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团队层次)和员工感知性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个体层次),因此本研究将作用边界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界定为“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 Or-
ganizational-designed HRM),但在文中为了有效简化,部分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代替。



本研究中的工作重塑与 Wrzesniewski 和 Dutton[3] 建议的一致,包括任务重塑、关系重塑和认知重塑三

部分。

(二) 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

员工创新行为是指员工产生新颖且有用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 [27] 。内在动机一直被视为影响员工

创新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指一种被工作任务所吸引或引发的内在动力 [28] ,而工作重塑的目的就是

通过自下而上的工作再设计使员工的内在动机与工作相一致 [3] 。因此,积极进行工作重塑的员工具备了

进行创新行为的内在动机。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自主需求、关系需求和胜任需求是构成个体的三种基

本心理需求,当个体的这三种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内部动机就会得到有效激发 [29] 。自主需求是指

体验并感觉到自己就是自己行动的发起者,关系需求是指一种相互尊重、关心和依赖的心理感觉,而胜任

需求则是指能够成功地完成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并取得预期的结果 [30] 。对比分析可发现,员工进行的

任务重塑、关系重塑及认知重塑分别可以满足这三种心理需求。具体而言,员工可以通过改变工作任务的

数量、边界及类型来获得工作中的自主性需要;还可以通过主动与他人建立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来维持自己

的关系需求;此外,对工作的再认知可以使员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印象,提升他们对工作意义和工作价值

的认同,进而满足自己的胜任需求 [31] 。因此,工作重塑实质上为员工的创新行为提供了内在动机保障。
高工作投入体现着高水平的内在动机 [32] 。有研究指出,进行工作重塑的员工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中,因而在工作中往往会有创新的表现 [33] 。最近,Wang 和 Lau[34] 研究表明,员工的任务重塑可以有效地激

发他们的内在动机和工作兴趣,因而他们在工作中会经常产生创造性的想法,同时也会发现或找到更为有

效的工作程序。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

(三) 工作重塑与幸福感

幸福感一直都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因为高幸福感往往代表着高工作满意度和高心理

健康水平 [35] 。目前,研究幸福感的视角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整合幸福感三种视角。其中,整
合幸福感视角由于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进行综合,而受到多数研究者的青睐,他们将幸福感定义为

“个体在工作中体验和效能的总体质量” [23] 。其中,主观幸福感常用来描述生活中的满意度和个人的一些

情感反应,而心理幸福感则由自主、环境驾驭、个人成长、积极人际关系、生活目的及自我接受等六个维度

组成 [36] 。与整合幸福感视角的观点一致,本研究中的幸福感也综合考虑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此
外,本研究还将与工作相关的由情感和满意度组成的工作幸福感纳入幸福感的整体模型中,即综合考察生

活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及工作幸福感组成的整体幸福感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个体的自主、关系及胜任需求的经验满足程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心理健康与幸福

感 [37] 。Tims 等 [19] 认为,进行工作重塑的员工能够改变某些不利于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特征及改善人际关

系环境,从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并且工作重塑还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心理需求满足程度、个体与环境的

适配度并降低焦虑感,进而提升工作满意度。不仅如此,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工作重塑主要关系到员工如何主动地改变工作设计 [32] ,如果增加工作资源或挑战性的工作要求,
员工往往能够获得更高水平的工作参与(活力、奉献、吸收),进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 [6] 。更
进一步地,有研究还指出,工作重塑能够将员工的工作动机从获取物质或经济利益转移到另一种工作状

态———获得职业使命感。在这一过程中,员工会充分感受到工作所带来的乐趣与意义,并将工作视为自身

的一部分 [18] 。因此,工作重塑其实也是员工用来增强自己职业使命感的愉悦心理过程 [38] 。最近,Van Wing-
erden 等 [39] 对教师群体进行了工作重塑的实验干预,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干预组中,教师的幸福感得

到显著提高,但在对照组中却无明显变化。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工作重塑与员工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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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重塑、幸福感与员工创新行为

员工幸福感作为员工的重要心理因素,是一种积极情绪体验,与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等结果密切相

关 [40] 。有研究表明,员工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 [41] 。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较为平衡、舒
适的工作状态,幸福感有助于员工投入对新鲜事物的探索和对想法、观点的创造性重组,激发员工灵活的

思考与逻辑性推理,继而促进员工创新性想法和创造性结果的产出 [42] 。但也需指出,由于创新存在风险,
且未必带来预期结果,甚至可能导致失败,尤其是当创新的过程需要偏离目前组织系统中的原有工作方法

或工作状态时,风险会更高、更大 [43] 。
此外,古语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指忧愁患难的处境可以使人发奋而得以生存,安逸快乐的生

活可以使人懈怠而导致灭亡。过往也有研究表明,员工对工作不满意时会促进他们的创造力,因为他们需

要寻求改变 [43] 。一般而言,越幸福的人越愿意维持现状,因为即便冒险取得成功,幸福感增加的边际收益

也会因“额外付出”“提心吊胆”及“不确定性”而大打折扣;反而一旦冒险最终失败,原有幸福感损失的效

用则会非常巨大。这也得到研究印证,即幸福感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风险规避 [44] 。因此,当幸福感过高时,人
们可能会丧失继续创新的动机,而选择故步自封。

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幸福感作为员工在工作、生活和心理上的积极情感体验,可以促使员工的思维更

加活跃、深化对工作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并且能够更好地整合不同想法,进而激发创新的内在动机 [15] 。但
是,当幸福感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员工会将无论是自身奋斗获取的幸福感,还是组织等外在因素赋予的幸

福感所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归因于个人努力投入和投资的结果。这种幸福感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积极情

感体验,会促使员工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需要持续努力和奋斗,也不需要组织等外在因素的支持,也
能获得幸福感的持续增加,可能极易导致员工丧失寻求突破现状的推力,并使其容易满足于稳定安逸的现

状,最终对创新行为产生消极的抑制作用。因此,在起初阶段,员工幸福感的持续提升会带来员工创新行为

的持续提高,但当员工幸福感达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激发效用将随着幸福感的提高而

逐渐降低,即会产生边际收益递减性。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员工幸福感与其创新行为存在倒 U 型关系,随着员工幸福感的增加,员工创新行为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曲线变化。
结合上述的研究假设,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本研究认为员工可以通过工作重塑改变工作的任务、关

系和认知边界,提升自己的胜任、关系和自主心理需求,最终提升幸福感。进一步地,当心理需求的满足程

度转化为幸福感时,员工会更加积极地探索和营造适合自身发展及进步的环境,为进行创新的内在动机形

成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员工幸福感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表现出中介作用。

(五)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调节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被视为一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培训、薪酬管理、绩效

评估、信息分享等),它们协同工作以提高员工和组织的成果 [20] 。最近的研究相继证明,HRM 系统能够对

员工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可见,幸福感除了与 “自下而上” 的工作重塑有关,还受到 “自上而下” 的

HRM 系统的影响。HRM 系统能够协调调配组织资源,例如可以通过给员工提供培训机会、有竞争力的绩

效奖酬、合理的晋升方案和建立有效的沟通分享渠道等途径,积极引导员工的工作重塑与组织目标相一

致,并进一步为其工作重塑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 [47] 。在人与环境匹配的理论框架下,自我决定理论指出,
人与组织的匹配是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机制 [18] 。因此,当员工主动进行的“自下而上”工作重塑的需求与

组织规划性的“自上而下”的 HRM 系统所引导的目标、政策和具体实践等方案一致时,工作重塑对幸福感

的影响会更大。
具体而言,当组织规划性的 HRM 系统程度较高时,说明组织为员工进行工作重塑提供了潜在的政

策、资源及制度支持。比如,培训的实施可以帮助员工提升工作能力,这为他们进行工作重塑提供了基础;
有竞争力的绩效奖酬制度会提高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进而可以激励他们主动进行工作重塑;合理的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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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有效的沟通分享渠道有助于建立和提高员工与组织之间的互信,提升员工工作重塑的内在动机,进
而减少其进行工作重塑的顾虑和心理成本,最终促进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的积极作用。相反,当组织规

划性的 HRM 系统的程度较低时,会促使员工认为组织实施的 HRM 系统“无关痛痒”,不能为其提供全面

和系统性的资源与支持,或者其目标旨在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而缺少对员工利益的关注 [48] 。此时,对
员工而言,难以进行工作重塑或工作重塑的质量较低,因此 HRM 系统反而易于成为员工正常工作的约束

条件而非制度和政策支持。此外,工作重塑的结果本身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当员工不仅不能得到组织的

HRM 系统的支持与鼓励,还需要承担可能由于工作重塑带来的风险时,低水平的 HRM 系统就会抑制其进

行工作重塑的积极性,相应的幸福感水平也不会得到提升。因此,提出假设5:
假设5: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上起调节作用,组织的人

力资源管理系统水平越高,工作重塑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反之越弱。
结合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本研究可以进一步表现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具体来讲,员工幸

福感中介了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但是,中介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高

低。具有较高 HRM 系统的组织,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员工幸福感也就更多地传导了工作

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效应;相反,具有较低 HRM 系统的组织,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较低,工作

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效应也就较少地通过员工幸福感来传导。因此,提出假设6:
假设6: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调节了员工幸福感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水平越高,工作幸福感对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

越弱。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对我国华北地区的天津和北京,华东地区的南京等城市涉及的科技制造、互联网、咨询、科技研

发、电信等行业企业进行数据收集。考虑到关键变量的因果关系,本次调查分为三个时点进行调研。其中,
在时间点1,首先由人力资源经理(部分为副经理)对企业设计和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界定为组织规

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进行评价,并选取各自企业全职非人力资源部的员工10名(部分少于10名),要求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重塑和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评价。由于数据的缺失和无效问卷的筛选,本轮最终回收52
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有效问卷和447份员工的有效问卷。2个月后,也就是在时间点2,再次邀请在时间点

1有效完成问卷的447名员工继续参加调研,要求他们完成对其幸福感(工作、生活及心理幸福感)的评价,
最终回收49家企业的398份员工有效问卷。再过两个月,也就是在时间点3,邀请在时间点2有效完成问卷的

398名员工对其创新行为进行评价,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351份,员工分属45家企业,最终形成了人力资源

经理—员工的有效配对数据。具体参与调研的员工的样本特征包括:女性员工占59. 83% ,男性员工占

40. 17% ;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 93岁(SD = 5. 89),已婚占70. 55% ,未婚占27. 35% ,离异或丧偶占2. 10% ;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拥有本科学历占比最高,达到51. 38% ,高中及以下学历占6. 25% ,大专占35. 44% ,硕
士及以上占6. 93% ;从岗位级别来看,基层员工占59. 15% ,基层管理者占17. 72% ,中层管理者占17. 69% ,
高层管理者占5. 44% 。平均每家企业有7. 8名员工参加调查。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均来自主流研究文献,且均得到广泛验证,确保工具的信效度。其中的英文量

表除了来自中国管理情境下开发的本土化量表,其余均遵循了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此外,主要研究

变量均采用 Likert-7量表计分方式(1为完全不符合,7为完全符合)。
工作重塑。采用 Slemp 和 Vella-Brodrick[18] 开发和验证的工作重塑量表 ( Job Crafting Questionnaire,

JCQ)。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分别是任务重塑 (5个条目)、关系重塑 (5个条目) 和认知重塑 (5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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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会主动地调整任务的类型或者范围以便更好地完成工作”“我会积极地组织或参与到与工作相关的

社交活动”等。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 93。
员工创新行为。采用张振刚等 [49] 基于中国管理情境编制的创新行为量表。该量表有8个条目,如“我经

常找机会改善工作方法与工作流程” “我经常冒险去支持新的想法或创意”等。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 90。

员工幸福感。采用 Zheng 等 [23] 基于中国管理情境编制的员工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分别

是生活幸福感(6个条目)、心理幸福感(6个条目)和工作幸福感(6个条目)。如“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

意”“我善于灵活安排时间,以便完成所有工作”等。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 94。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采用 Miao 等 [20] 基于中国管理情境编制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量表,由

员工招聘、培训、参与管理、薪酬管理、基于结果的绩效考核、信息分享、员工流动与严格纪律等7个维度22
个条目构成。如前述,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由组织人力资源部经理评价,属于组织层次,因此本研究将

其界定为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如“公司有短期激励性薪酬,如绩效奖金” “公司的重要岗位实行

竞争上岗”等。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0. 96。
控制变量。基于 Slemp 和 Vella-Brodrick[18] 的研究建议,人口统计变量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工作重塑行

为,因此本研究将员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位、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四、 研究结果

(一)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模型比较来考察各量表的区分效度。由于本研究中工作重塑、员工幸

福感及其创新行为三个变量同属个体层次,因此对这三个个体变量进行模型比较。如表1所示,与其他模

型(单因子、二因子模型) 相较,三因子模型拟合度 ( χ2 / df = 2. 67,TLI = 0. 91,CFI = 0. 92,RMR = 0. 08,
RMSEA = 0. 06)最高,说明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它们的确是三个不同的构念。

表1　 主要研究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 df TLI CFI RMR RMSEA

单因子模型

(三个变量合为1个因子)
3. 11 0. 83 0. 84 0. 11 0. 08

二因子模型

(员工幸福感和员工创新行为合为1个因子)
2. 86 0. 88 0. 89 0. 10 0. 07

三因子模型

(工作重塑、员工幸福感及其创新行为各为1个因子)
2. 67 0. 91 0. 92 0. 08 0. 06

(二) 相关性分析

表2给出各研究变量的数据特征分析,包括均值、标准差、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以及信度系数,发现各

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 33—0. 63之间,大多是中低程度相关,相关性合理,问卷质量可靠。其次,运用

SPSS21. 0统计分析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内部一致性系数测量。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四个因子的 Cron-
bach’ s α 系数在0. 90—0. 96之间,均大于可接受水平0. 70,表明各测量项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具有

较高的信度。
为了避免数据来源的单一性,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获得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素的解释共变量为

36. 37% ,符合实证研究中提出的首个因子解释共变量需低于40. 00% 的判定标准,因此可以排除同源性偏

差。此外,由于若干变量(如工作重塑同员工幸福感,工作重塑同员工创新行为等)的相关系数大于0. 50,
考虑到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将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发现各变量容许度在0. 39—0. 5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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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小于1;方差膨胀因子 VIF 在2. 22—2. 56之间,远远低于临界值1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及内部一致性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工作重塑 5. 15 0. 82 (0. 93)
2员工幸福感 3. 04 1. 01 0. 63∗∗ (0. 94)
3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4. 72 0. 93 0. 38∗∗ 0. 33∗∗ (0. 96)
4员工创新行为 4. 92 0. 92 0. 57∗∗ 0. 39∗∗ 0. 49∗∗ (0. 90)

　 　 注:∗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相关系数在矩阵下三角中;对角线上的数据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由于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属于组织层次变量,因此检验时我们将其迭代到了个体层次。

(三) 假设检验

1 . 主要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以工作重塑为自变量,员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模型。为了检

验员工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我们首先采用 Baron 和 Kenny[50] 的三步方法。如表3所示,第一步,模型1纳入员

工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位和婚姻状况为控制变量。模型2将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γ = 0. 56,p < 0. 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支持。第二步,如表

图1　 员工幸福感与其创新行为的曲线关系图

5的模型 6 所示,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 ( γ = 0. 63, p <
0. 001)有显著预测作用,假设2得到支持。第三步,模型3将
员工幸福感纳入模型,发现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γ =
0. 37,p < 0. 001)有显著预测作用,且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

行为的影响由原先的0. 56降至0. 37,此外员工幸福感与员

工创新行为(γ = 0. 42,p < 0. 001)也显著相关,因此员工幸

福感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
设4得到支持。进一步地,考虑到员工幸福感与其创新行为

的曲线关系,分析可以发现,模型4中员工幸福感的平方与

员工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 γ = - 0. 36,p < 0. 05),假设3得
到支持。具体的回归曲线如图1所示,为倒 U 型曲线。

表3　 主要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 - 0. 11 - 0. 03 - 0. 02 - 0. 03
年龄 - 0. 07 0. 02 0. 01 0. 01
受教育程度 - 0. 07 - 0. 06 - 0. 04 - 0. 03
职位 0. 18∗∗ 0. 11∗ 0. 10∗ 0. 11∗

婚姻状况 - 0. 03 - 0. 01 - 0. 02 - 0. 03
工作重塑 0. 56∗∗∗ 0. 37∗∗∗ 0. 33∗∗∗

员工幸福感 0. 42∗∗∗ 0. 68∗∗∗

员工幸福感2 - 0. 36∗

R2 0. 04∗ 0. 16∗∗ 0. 24∗∗ 0. 25∗∗

　 　 注:均为非标准化系数;∗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

为了更加准确地验证员工幸福感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bias
corrected)方法,经过5000次 Bootstrap 样本抽样,对间接效应做进一步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员工幸福感在

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是0. 35,并且中介效应的95% 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表明员工幸

福感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假设4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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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点估计 / effect
Boot 95% CI

下限 / LLCI 上限 / ULCI
员工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a × b 0. 35 0. 08 0. 47

　 　 注: 均为非标准化系数。

2 . 调节效应检验。对假设5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如表5模型8所示,
工作重塑与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交互效应对员工幸福感(γ = 0. 26,p < 0. 01)有显著正向影

响,假设5得到支持。

表5　 第一阶段跨层次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员工幸福感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控制变量及自变量

性别 - 0. 11 - 0. 03 - 0. 04 - 0. 01
年龄 - 0. 05 0. 04 0. 06 0. 05
受教育程度 - 0. 06 - 0. 04 - 0. 01 - 0. 03
职位 0. 09 0. 01 0. 02 0. 01
婚姻状况 - 0. 01 0. 01 0. 01 0. 03
工作重塑 0. 63∗∗∗ 0. 55∗∗∗ 0. 58∗∗∗

调节变量及交互项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0. 27∗∗∗ 0. 18∗∗∗

工作重塑 ×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0. 26∗∗

R2 0. 02 0. 14∗∗ 0. 17∗∗ 0. 23∗∗

　 　 注:均为非标准化系数;∗∗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R2 表明预测变量所引起的两个层面的误差变异而减少的

比例数。

为进一步检验该调节效应的作用方向是否与研究假设一致,我们采用选点法 [51] 绘出调节效应的简单

坡度图。一般来讲,如果交互效应不存在的话,两条曲线呈平行趋势,如果交互效应存在的话,两条曲线呈

交叉趋势。图2的两条线交叉,表明交互效应是存在的。由于两条曲线的斜率都为正,说明工作重塑对员工

幸福感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由于高水平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斜率大于低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斜

率,说明 HRM 系统处于高水平时,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较大,而 HRM 系统处于低水平时,
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较小。总之,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中

起正向调节作用,假设5再次得到支持。

图2　 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工作重塑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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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结合 Preacher 等 [52] 的建议,采用参数 Bootstrap 方法检验跨层次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在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不同水平下,员工幸福感的中介效应的差

异值显著(γ = 0. 25,95% CI[0. 17,0. 71])。实证结果反映出员工幸福感的中介作用会随着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变化而改变,证明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进一步地,员工幸福感在工作重塑与其创新行为

之间的中介效应在低水平(γ = 0. 13,95% CI[0. 05,0. 58])的 HRM 系统下不显著;而在高水平(γ = 0. 38,
95% CI[0. 19,0. 76])的 HRM 系统下显著,实证结果反映出随着 HRM 系统的提升,员工幸福感对工作重

塑与其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逐步增强,假设6得到支持,其效应如图3所示。

表6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变量:员工幸福感 间接效应点估计 / effect
Boot 95% CI

下限 / LLCI 上限 / ULCI
低水平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Mean - 1 SD) 0. 13 0. 05 0. 58

高水平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Mean + 1 SD) 0. 38 0. 19 0. 76

高与低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差异 0. 25 0. 17 0. 71

　 　 注: 均为非标准化系数; HRM 系统: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差异 = 高水平 HRM 系统 - 低水平 HRM 系统。

图3　 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对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间接关系的调节效应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员工幸福感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和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跨层次调节作用。基于三个时点的配对数据的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大部分的研究假设,比如

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员工幸福感在上述关系中表现出中介作用;员工幸福感与其创新行

为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地,“自下而上”的工作重塑与“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

可以交互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员工幸福感,并通过幸福感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一) 理论意义

首先,过往较少有直接探索员工工作重塑与其创新行为之间的研究文献。本研究立足于企业持续发展

的角度,发现工作重塑可以有效预测员工创新行为,丰富了工作重塑既有的研究文献,同时研究结论与

Shalley 等 [11] 、辛迅和苗仁涛 [31] 的研究观点类似,他们认为通过改变工作设计或工作特征可以有效提高员

工的创新绩效。此外,不同于既有研究 [6,18] ,他们多将单一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心理幸

福感或工作幸福感作为测量幸福感的标准,抑或使用一些幸福感的替代性指标 [2,49] ,但这却难以完整反映

幸福感的整体构念。并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工作与生活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有时工作幸福了,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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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生活幸福,甚至心理幸福,因此本研究才有必要将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及心理幸福感整合为一个

完整的幸福感模型。进一步地,对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作为“自下而上”的致力于实现人职匹配的

积极行为,员工的工作重塑能够通过调整任务、关系和认知边界来满足自己的工作和心理需求,并通过提

升员工的幸福感来进一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这一结果既响应了工作重塑与员工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

的研究结论 [12,39] ,也再次佐证了员工幸福感对于创新行为的激发作用 [53] ,这说明工作重塑促进员工创新

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幸福感。这些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员工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也是员工创

新行为形成机制研究的新尝试和新观点。
其次,尽管既有研究多认为员工幸福感与其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4] ,但也有研究提出不同

观点,认为创新与幸福感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25]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员工幸福感其实与其创新行为之间呈

现倒 U 型关系,因为幸福感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风险规避 [44] ,但冒险精神却是创新不可或缺的部分。倒 U
型的关系结论其实是对上述不同研究结果的一个综合解释:在一定范围内,员工幸福感的增加会促进员工

创新行为的产生;但随着员工幸福感的增加,这种正向影响会逐渐减弱;当员工幸福感增加到某一较高水

平时,员工幸福感将会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这一结论有助于为员工幸福感的后续研究提供重要

参考和启示,中国古语常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视角去看待幸福感,既要看到

幸福感对于员工创造力、创新绩效的积极意义,也要关注它有消极的一面。
最后,研究结果还发现,员工“自下而上”的工作重塑与组织“自上而下”的 HRM 系统可以交互形成合

力,共同对员工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并可以进一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这一结果表明,尽管“自下而上”
的工作重塑有助于满足员工的幸福感并激发其创新行为的呈现,但“自上而下”的组织目标、组织政策及

资源支持也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影响员工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
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可以作为员工进行工作重塑的边界条件,因为 HRM 系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为工作重塑提供支持,进而更好地实现员工与组织目标、组织政策之间的匹配。此外,相较于领

导力、主管支持等视角 [54] ,HRM 系统能从制度的层面对员工工作重塑与其创新行为的关系产生更具持久

的影响。因此,将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作为工作重塑对员工创造行为影响机制的作用边界有重要意义。

(二) 实践意义

首先,工作重塑可实现员工和组织的双赢,是提升员工幸福感和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途径。本研

究发现,工作重塑作为一种员工主动提升个人—组织匹配的自发性行为,其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适应性

和对员工幸福感和员工创新行为均有积极影响,这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新思路。组织应充分认识到

工作重塑对于员工个人及企业的价值,给予员工改变工作任务、关系和认知边界的空间,提升人职匹配程

度,让员工通过改变自身来获取员工幸福感,并激发其创新行为。
其次,本研究为企业致力于通过提升员工幸福感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重要警示。本研究发现员

工幸福感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因此,企业通过提升员工幸福感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

的同时,也要注重员工幸福感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积极作用的边界性。只有辩证地看待员工幸福感的不同水

平,才能保证其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企业还需要避免过度由于过高水平的员工幸

福感给创新行为带来的消极抑制作用。
最后,在意识到工作重塑具有的积极作用之外,企业还应针对员工的工作重塑需求提供组织支持。本

研究发现,有效的工作重塑固然可以提高员工幸福感并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但该作用机制的发生很大程

度上受到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的影响。当 HRM 系统能够为员工工作重塑所产生的需求提供目标指引及

相应的政策、资源支持时,员工的工作重塑不仅能够提高员工的幸福感,还可以通过提升员工幸福感进一

步激发其创新行为。因此,在员工进行工作重塑的过程中,企业要为员工提供适当的目标指引、资源支持,
并建立有效合理的企业规章制度,进而使工作重塑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比如,提供更多的培训机

会使员工具有更大的任务重塑空间;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渠道使得员工更好地与组织互通有无等。

(三) 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但仍然存在四点局限性,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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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多时间点和多来源(人力资源经理和员工)的数据获取方式,数据分析也表明

多重共线性与共同方法偏差都在可接受范围,但数据中主要研究变量相关性有点高,未来研究应该继续采

用多时间点、更多来源渠道(如由直线经理评价员工的创新行为)相结合的数据调查设计方式进行数据

收集。
二是本研究选取员工幸福感(包含工作、生活和心理幸福感三维度)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员工幸福感

对于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但是,组织规划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产生作用的情境

中,工作重塑对三项幸福感产生的作用是否具有差异性、三项幸福感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强

弱之分,以及三项幸福感是否在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存在不同的解释机制及缘由为何,本研究

并未就此进行深入探索,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
三是本研究采用了问卷测量的方式进行工作重塑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但相较于直接运用问卷测量

的工作重塑,使用实验设计的方法,或者将问卷测量与实验设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工作重塑干预的科学性

和效果可能更佳,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结合实验与实证方法对此进行更多的研究尝试。
四是本研究采用组织规划性 HRM 系统作为调节变量,尽管 HRM 系统更多时候是被视为组织层面实

施的一项制度,但部门或团队层次的经理实践性 HRM 系统也不可或缺 [48] ,即政策的规划者和实施者是组

织高管、人力资源部或团队负责人,因此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将经理实践性 HRM 系统作为模型的调节变量

进行跨层次检验;此外,本研究没有进行全效应模型检验,这不利于厘清模型中第二阶段与间接效应的作

用机制及可能边界,未来研究需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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